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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非盟在构建集体安全机制过程中， 长期面临财政资源短

缺、 资金结构失衡和外部依赖度高等困境， 严重制约其维和行动的自主

性与有效性。 本文从财政视角分析非盟集体安全机制的资金筹措模式及

其制度性约束， 揭示三重挑战： 成员国财政责任分担不均衡， 外部援助

形成不对等的委托—代理关系， 非盟与次区域组织在资源获取和权威认

同上存在竞争。 研究发现， 非盟预算高度依赖外部捐助， 尤其是西方国

家的定向资助， 削弱了其战略自主性； 内部资金筹措亦面临履约率低、
地区大国负担过重、 成员国参与意愿不足等问题。 面对这些挑战， 非盟

通过改革优化会费摊缴机制、 激活和平基金、 强化财务管理和外部筹资

能力， 试图增强财政自主性， 但仍受制于政治共识不足、 资金来源受限

及外部捐助的不确定性。 本文认为， 非盟需完善内部财政责任分担， 减

少对外部资金的依赖， 同时深化与联合国的合作， 以争取更稳定的资金

支持。 国际合作伙伴应尊重非洲自主性， 优化援助方式， 避免附加过多

政治条件， 以提升非盟集体安全机制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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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 可预测且可持续的资金供给是国际组织构建集体安全机制和开展维和

行动的前提条件。 对于非盟而言， 筹措充足的和平与安全资金始终是一项突出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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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迫的挑战。 自 ２００２ 年组织转型以来， 非盟开启了集体安全战略的新阶段： 在

地区安全文化层面， 推动从传统的 “不干涉” 原则向 “非漠视” 原则转变； 在

机制建设层面， 系统完善以非盟为核心的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 在实践层面， 积

极开展非洲自主维和行动， 致力于实现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 然而， 非盟在

集体安全领域的财务运作中存在内部财源失衡、 成员国责任分担机制不完善以及

过度依赖外部援助等结构性难题， 导致长期面临严重的财政缺口和预算困难。 这

些难题不仅制约了非洲集体安全机制的有效性和自主性， 也阻碍了非洲大陆实现

《２０６３ 年议程》 中 “消弭枪声” 的目标。 因此， 解决资金困境已成为近年来非

盟机构改革的优先事项和关键突破口。
筹措充足的和平与安全资金既是非洲国家应履行的内部责任， 也已成为联合

国安理会的重要议题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关切。 在新时代背景下， 中非安全合作不

断深化， 通过中非合作论坛框架， 中方持续推出一系列安全合作举措， 包括 “和
平安全行动” “和平安全工程” 等。 同时， 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明确将非洲

列为重点合作方向， 呼吁国际社会为非洲自主维和行动提供更充足、 稳定和可持

续的资金支持。 在此背景下， 增强非盟在集体安全领域的财政自主能力不仅关乎

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 也成为深化中非安全合作的重要抓手。
鉴于上述背景和挑战， 本文将聚焦非盟集体安全机制的财政困境及其改革路

径， 通过分析非盟在内部财源平衡、 成员国责任分担和外部援助依赖等方面的结

构性难题， 探讨提高非盟财政自主能力的改革举措， 以期丰富区域性集体安全机

制财政治理的学术讨论， 并为非洲和平与安全实践以及中非安全合作的政策制定

提供有益借鉴。

非盟集体安全机制的非典型性

无政府状态是国际政治区别于国内政治的根本特征， 这一本质使政府间国际

组织在筹措经费时面临强制性机制的制度缺位。 通常情况下， 国际组织主要通过

两种机制筹集资金： 其一是法定供资 （Ｍａｎｄａｔｏｒ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即成员国依据

组织章程所承担的强制会费义务； 其二是自愿捐款， 当出资方明确限定资金用途

时， 则称为定向捐资 （Ｅａｒｍａｒｋｅ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由于缺乏类似国内政府的强制

执行力， 国际组织难以有效惩戒未履行供资义务的成员， 这使其在获取财政资源

的过程中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 不得不发展出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以维持基本

运作。
对于成员国而言， 向国际组织供资既是一项应尽的国际义务， 也是一种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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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影响力的工具。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 国际组织运作通常遵循 “集体委托人”
模式， 即由全体成员国与组织构建契约关系， 并要求组织在资金分配和使用过程

中照顾特定成员的特殊诉求。 这种操作方式实际上有悖于多边主义的基本原则。
在不同的融资结构中， 法定供资比重越高， 国际组织决策的自主空间就越大； 反

之， 定向捐资比重越高， 组织的运作越趋近于 “多重委托人” 模式， 其战略自

主性也相应被削弱。① 定向捐资， 特别是专款专用的指定捐资， 已成为强势国家

绕过正式决策程序、 争夺国际组织实质控制权的常用策略。② 这种做法带来一系

列负面后果： 显著增加组织的交易成本， 使筹资过程更难预测， 导致常规行政开

支面临资金短缺风险， 并加剧国际组织间对资源的竞争。③

集体安全机制属于高政治范畴， 其资金运作更易受到权力政治的干扰， 难以

确保充足、 可持续且可预测的资金支持。 在汉斯·摩根索看来， 集体安全机制的

有效性需要满足三个苛刻条件： 一是成员具备集结绝对优势力量的能力； 二是成

员对安全具有相同的认知； 三是成员在集体防御上的共同利益超越其他政治分

歧。④ 从财政视角看， 集结绝对优势力量的前提是充足而稳定的财力支持， 而后

两项条件意味着要成功动员资金， 各成员必须就安全威胁和战略利益达成共识。
然而， 现实中成员国往往基于成本—收益计算， 认为难以获得与投入相称的安全

回报， 因而选择少出资甚至不出资， 典型的搭便车现象由此产生。
为有效应对搭便车难题， 联合国、 北约、 欧盟等组织在部署维和或军事行动

时分别探索出三种具有代表性的筹资模式。 第一种是专门预算模式： 联合国为每

项维和行动设立独立的预算体系和专项账户， 各会员国根据其经济实力按比例分

摊费用， 其中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承担相对更高的份额。 第二种是出兵国自担模

式， 以自愿参与为原则。 北约在军事行动中实行 “谁参与， 谁负担” 的政策，
即参与国自行负担其派遣军力的全部开支。⑤ 第三种是预算外共同筹资模式，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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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建立在自愿参与基础上。 ２００４ 年欧盟在其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框架下创设

“雅典娜机制” （Ａｔｈｅｎａ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用于分摊军事防务行动的成本。 除丹麦不

参与外， 所有欧盟成员国均根据各自国民总收入按比例分担相关费用。① 从参与

范围看， 联合国模式覆盖最广， 欧盟模式次之， 北约模式最为有限； 从制度约束

力看， 联合国模式最为刚性， 欧盟模式虽属自愿但有明确规则， 北约模式则体现

出更高的灵活性。 这一差异从制度主义理论角度可以解释： 由于联合国成员构成

高度多元、 安全共识低且大国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有限， 其所面临的搭便车问题

尤为严重， 因此最有必要建立严格的集体筹资安排。
然而， 与上述由全球性大国主导或传统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集体安全机

制不同， 非盟成员无一例外均来自全球南方的发展中国家。 这一成员构成特征决

定了非盟在财政能力、 组织运作模式和国际影响力等方面的特殊性。 一般而言，
全球南方的国际组织呈现出三大典型特征： 强调国家主权至上和不干涉内政原

则； 面临严峻而复杂的社会经济发展挑战； 地区合作主要由主权国家驱动且地区

性官僚机构的自主性相对有限。② 大多数全球南方组织在制度设计之初即充分考

虑防范主权被侵蚀的问题， 特意限制地区层面的官僚机构规模， 从而降低整体财

政需求， 这种制度设计与组织的财政能力之间形成相互匹配的关系。
相较之下， 非盟在符合上述第二项特征的同时， 却在另外两方面表现出显著

的非典型性： 其制度设计突破了传统主权原则的束缚， 试图建立强有力的超国家

官僚体系， 而这一雄心远远超出其实际财政承载能力。 这一非典型特点主要体现

在三个层面。 第一， 非盟的任务范围极为全面深入。 非盟奉行发展与安全并重的

战略取向， 先后构建了 “非洲治理架构” 和 “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 两大支柱

体系。 这使得非盟委员会承担着异常繁重的秘书处职能， 组织的行政架构也日益

庞大。 第二， 集体安全内涵被大幅扩展。 成员国内部发生军事政变、 雇佣军颠覆

政权等 “非宪制更迭”， 或出现战争罪、 种族灭绝罪、 危害人类罪等其他 “严重

情况” 时， 均被纳入非盟可直接管辖和干预的安全事务范围。 第三， 成员国主权

汇集程度高。 《非盟宪章》 第 ４ （ｈ） 条赋予非盟在上述 “严重情况” 出现时干

预成员国的法定权力， 这一条款对传统国家主权观念构成重大突破。
要充分履行上述职责， 非盟必须动员和筹措规模巨大的财政资源。 然而其成

员国普遍经济实力有限， 而且非盟内部缺乏其他国际组织中由强国提供支撑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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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与其他成熟的集体安全机制相比， 非盟在经费筹措方面面临双重挑战： 一方

面， 需要协调成员国之间公平有效的责任分担； 另一方面， 必须争取联合国及其

他非成员伙伴提供战略援助。 但在向外部寻求支持的同时， 又必须谨防因过度依

赖定向捐资而丧失对资金使用的自主控制权。 非盟既无法简单照搬上述三种模式

中的任何一种， 也难以仅凭其中一种模式来维持其集体安全机制的运转。 因此，
探索并建立一套契合自身情况的创新性财政制度， 逐渐成为非盟弥补领导赤字、
信任赤字以及非洲大陆和平与安全赤字的关键途径。

非洲联盟集体安全机制建设中的财政失衡状况

非盟作为职能多元的政府间组织， 其预算制度需要确保对集体安全领域进行

持续的战略性投入。 非盟最初设立了两大常规预算体系： 运营预算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ｄｇｅｔ） 用于行政日常运转， 项目预算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Ｂｕｄｇｅｔ） 用于执行各类项目。
２０１７ 年起， 非盟增设和平支助行动预算 （Ｐｅａｃ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Ｂｕｄｇｅｔ）， 专门

资助地区维和行动的部署与维持， 以确保维和经费供给的常态化与稳定性。 随着

制度不断完善和行动范围扩大， 非盟预算规模稳步增长， 从 ２００９ 年的 １. ６４ 亿美

元增至近年来的 ６ 亿美元以上。① 然而， 预算规模扩大也伴随着财政结构的多重

失衡。
首先， 在经费来源结构上， 法定会费与自愿捐款严重失衡。 成员国摊款作为

非盟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柱， 本应保障其战略自主权， 但现实中非盟预算过度依赖

自愿捐款， 对域外伙伴的依赖度超过 ５０％ 。 具体来看， 虽然运营预算完全由成

员国摊款支持， 已基本实现自给， 但项目预算的自筹比例近年来仅约 ２０％ ， 和

平支助行动预算更是几乎全部依赖外部捐助， 成员国几乎未作贡献。② 此外， 非

盟长期存在资金到账缓慢、 到位率低等问题， 这导致资金流动性不足， 预算执行

效果欠佳， 难以实现预期的规模效应。③

和平支助行动预算的资金主要来自三个渠道： 非洲部队派遣国捐款、 国际社

会自愿捐款和联合国摊款。 非洲部队派遣国承担着出兵和出资的双重责任， 这种

“出兵国负担” 机制要求成员国同时具备供资意愿和财政实力， 如南非、 尼日利

亚等地区主导力量。 然而， 联合国早在 ２００９ 年就指出， 这一捐资方式无法满足

·８５·

①
②
③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非盟历年预算文件整理。
同上。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２０１８ Ｂｕｄｇｅｔ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Ｐａｐｅｒ，”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８， ２０１６， ｐ. １１，
ｈｔｔｐｓ： ／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ａｕ. ｉｎｔ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 ／ ３６５，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５，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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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和行动的全部资金需求， 仍需依赖大量双边捐助者的支持。① 西方国家是非盟

自愿捐款的主要来源， 其中欧盟、 德国、 挪威、 瑞典、 英国、 加拿大、 丹麦和美

国表现尤为积极。② 欧盟在２００４ 年专门设立 “非洲和平基金”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ｅａｃ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已为 １５ 项非洲维和行动提供了约 ３１ 亿欧元的资金支持。③ 联合国摊款在资助大

型维和行动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形成两种主要运作模式： 索马里行动的联合国支

助办公室模式， 以及达尔富尔行动的混合特派团模式。 联合国秘书长在 ２０２３ 年

专题报告中评价， 这两种模式是联合国支持非盟维和行动的 “最切实可行的手

段”。④ 非洲维和行动实际上是多方出资与分工合作的产物。 以非盟驻索马里特

派团 （ＡＭＩＳＯＭ） 为例， 非盟负责提供维和部队， 欧盟承担人员薪酬， 联合国提

供关键后勤保障， 美英两国则为出兵国提供培训和安全援助。⑤

其次， 在经费使用的优先次序上， 能力建设与维和行动之间存在结构性失

衡。 自 ２００３ 年以来， 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已授权或批准超过 ２０ 项维和行动，
部署了数万名军警和文职人员。 其中， 非盟在索马里的维和行动规模最大、 持续

时间最长、 伤亡最多， 也最为耗资。 ２０１７ 年该行动年度预算近 ３. ３６ 亿美元， 占

非盟当年总预算的 ４０％以上； 即便在 ２０２４ 年转型为过渡任务团后， 其年度预算

仍达 １. ５ 亿美元左右， 约占非盟总预算的 ２０％ 。⑥ 非盟还为其他获授权的维和行

动提供财政支持， 包括多国联合特遣部队 （ＭＮＪＴＦ）、 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

（Ｇ５ Ｓａｈｅｌ Ｊｏｉｎｔ Ｆｏｒｃｅ）。 相比之下， 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下的能力建设经费长期

居于次要地位。 尽管早期预警机制和非洲常备军是非盟能力建设的重点项目， 但

其经费主要依赖非盟的项目预算， 不得不与可持续发展、 经济一体化、 善治与民

主化等众多领域争夺有限资源。⑦ 西方捐助国普遍偏好资助具体行动而非基础能

力建设， 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失衡。 欧盟非洲和平基金对能力建设和早期应对机制

的资助额仅为 ２. １ 亿欧元和 ０. ５ 亿欧元， 远低于其对维和行动的直接资助规模。⑧

·９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 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Ａ ／ ６４ ／ ３５９ － Ｓ ／ ２００９ ／ ４７０，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８，２００９，ｐｐ. ７ －８.
Ｕｌｆ Ｅｎｇｅｌ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ｋ Ｍａｔｔｈｅｉｓ （ ｅｄｓ.），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ｐ. １１６.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ｅａｃ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０，”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１，ｐ. ２４.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２３２０
（２０１６） ａｎｄ ２３７８ （２０１７）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Ｐｅａｃ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ｎｄ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Ｓ ／ ２０２３ ／ ３０３，Ｍａｙ １，２０２３，ｐ. １１.
Ｐａｕｌ 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ｉ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ＭＩＳＯＭ），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７，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８，ｐ. ５.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Ｂｕｄｇｅｔ ｆｏｒ ２０２４，” ＥＸ. ＣＬ ／
１４３２（ＸＬＩＩＩ），Ｊｕｌｙ ２０２３.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２０１６ Ｂｕｄｇｅｔ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Ｊｕｎｅ １３，２０１５，ｐ. ２１.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ｅａｃ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０，”ｐ.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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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长期资金短缺导致非洲常备军无法达到预期的作战能力水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第 １００７ 次会议承认， 非盟只能为非洲常备军持续运作提

供低水平的资金支持。①

最后， 在内部部门经费分配结构上， 非盟委员会可支配的预算资源远超和平

与安全理事会。 按照非洲集体安全机制的初始设计， 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作为常设

决策机构， 负责冲突预防、 管理和解决， 而非盟委员会则应为其提供行政支持并

执行决议， 两者本应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然而， 实际的预算分配格局反映出

不同的组织影响力： 非盟委员会掌握着最充裕的经费， 支配着大部分运营和项目

预算， 在实践中发挥着超出制度设计预期的作用。 非盟委员会设有专门的和平与

安全事务部门， 并在人员编制上予以倾斜。 在机构改革前， 和平与安全部是非盟

委员会内部规模最大的部门。② 相比之下， 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预算规模要小得

多。 ２０１６ 年统计显示， 非盟委员会获得非盟部门预算总额的 ７６. ４９％ ， 而和平与

安全理事会仅得 ０. １９％ 。③ 凭借这一财政优势， 非盟委员会在信息获取和专业知

识积累方面占据有利地位， 并通过起草报告、 提供政策建议等方式， 持续影响成

员国驻非盟代表的认知框架， 从而实质性影响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决策。
综上所述， 非盟现有的财政能力和制度安排难以充分支撑其实现 “非洲主导

和平” 的战略目标。 由于自有财政资源极度匮乏， 加之普遍依赖定向捐资， 非盟

无法按照原定战略规划同步推进能力建设与维和行动。 虽然非盟在小型维和行动

中尚可扮演 “第一响应者” （Ｆｉｒｓｔ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ｒ） 的角色， 但面对大型复杂的维和

行动时， 其独立能力严重不足， 致使其逐渐丧失对维和行动的战略主导权。 以布

隆迪、 马里和中非共和国为例， 非盟此前部署的维和部队很快 “换戴蓝盔”， 转

由联合国主导， 指挥权完全移交联合国； 即使是非盟驻索马里特派团， 也因接受

联合国援助而不得不遵循联合国安理会的政治指导。④ 这种对域外合作伙伴的高

度依赖在非盟内部引发深刻忧虑： “如果成员国无法有效设定议程并主导行动方

向， 非盟又如何真正掌控自身核心事务并重拾尊严？”⑤

·０６·

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ｑｕé ｏｆ ｔｈｅ １００７ｔｈ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Ｒｅｐｏｒｔ ／ Ｒｏａｄｍａｐ ｔｏ 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ｎｄｂｙ 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Ｕ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Ｂａｓｅ，” ＰＳＣ ／ ＰＲ ／ ＣＯＭＭ. １００７
（２０２１），Ｊｕｌｙ ８，２０２１.
Ｐａｕｌ 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Ｗａｒ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２ｎｄ ｅｄ.），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ｐ. １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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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联盟加强集体安全财政面临的三重困境

非洲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最集中的大陆， 这使得非盟自有财政资源

高度依赖少数几个地区大国的贡献。 然而， 非盟的组织架构设计和政治文化与这

一现实不相适应， 反而降低了这些地区大国提供更多财政支持的积极性。 在寻求

外部援助时， 非盟不仅与主要西方捐助方形成了结构性的不对等委托代理关系，
还要与非洲次区域组织争夺资源， 由此陷入三重困境。

（一） 内部成员国的责任分担困境

自布隆迪特派团开展以来， 非盟持续受困于 “非洲维和行动的紧张三角”。①

非盟在处理区域冲突时， 其干预意愿和实际维和能力都受到成员国政治意愿不足

的掣肘。 这一意愿缺失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成员国与非盟行政机构之间的目标

差异、 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利益冲突、 区域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 以及各次区域在

安全认知上的分歧。
首先， 地区大国的出资行为缺乏充分的制度激励和回报机制。 一方面， 非盟

的制度设计未能将成员国的财政贡献与其制度地位相匹配。 非盟的决策程序过于

强调形式上的 “一律平等”， 这种设计表面上保障了小国的参与权， 却对主要出

资方的地区大国造成事实上的 “反向歧视”。 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既未设立常任理

事国席位， 也未赋予任何成员特殊否决权， 其成员选举严格遵循地区均衡代表性

和任期轮换原则。 另一方面， 非盟在保障成员国政权安全方面的功能和可靠性日

渐弱化。 非盟转型后力图改变其前身非统 “元首俱乐部” 的固有形象， 但这一

转变直接加剧了非盟行政机构与部分存在治理问题的成员国之间的分歧。 非盟委

员会由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职业官员和技术专家组成， 他们在实践中倾向于援引

《非盟宪章》 第 ４ （ｈ） 条， 试图在 “严重情况” 下对成员国实施强制性军事干

预。②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的布隆迪危机便是典型案例： 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曾以保护平

民为由， 威胁向布隆迪部署维和部队， 但因成员国反对而未能实施。③ 这一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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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在 ２０１１ 年利比亚危机中更为突出， 作为非盟转型和早期发展的重要推动者

和出资者， 卡扎菲政权陷入危机时， 非盟却未能提供有效的制度性支持和保护。
这种经历促使部分财政实力雄厚的成员国警惕起一个财政充裕但行为失控的非盟

可能带来的风险， 转而采取战略克制， 有意将非盟的财政能力维持在 “可控的跛

脚” 状态。
其次， 非盟成员国之间对安全相互依赖的认同感和内化程度明显不足。 撒哈

拉沙漠将非洲大陆在地理上分隔为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两大板块， 这种自然地

理分割使非洲形成多个相对独立、 联系有限的区域安全复合体。 北非国家在族群

构成、 文化认同和安全观念上与中东地区联系更为紧密。 相比之下， 撒哈拉以南

非洲的主要冲突集中在萨赫勒地区、 非洲之角和大湖地区等特定区域， 非盟主导

的自主维和行动也多在这些冲突频发地区开展。 从各区域财政贡献来看， 经济较

发达的北非国家和安全形势稳定的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对和平基金的出资往

往不够积极， 而直接面临安全威胁的西非和萨赫勒地区国家则表现出明显更高的

出资意愿。 此外， 非洲主要地区大国之间缺乏有效的战略目标协调机制， 再加上

这些国家对非盟主导权的竞争， 使得集体安全的联合筹资机制更加复杂。 ２０１２
年， 南非积极推动其候选人担任非盟委员会主席， 但该主席因多重政治争议在任

期内遭到排挤， 这不仅削弱了非盟在安全议题上的领导力和协调力， 也长期打击

了南非作为地区大国参与泛非安全事务的积极性。①

（二） 西方援助的委托代理困境

西方国家作为非盟最重要的域外捐助方， 通过多层次的双边捐款和多边援助

渠道影响非盟， 实质上塑造了非洲集体安全机制的发展方向和运作模式。 然而，
由于西方国家对援助成本极为敏感， 这限制了它们向非盟提供援助的意愿。 西方

国家在非洲安全领域奉行的 “割草” 或 “轻足迹” 战略本质上只是权宜之计，
其核心目标是降低直接干预成本， 同时将安全责任转移给非洲国家。 西方国家普

遍偏好定向捐资， 这反映了它们在非洲安全事务中的双重策略： 既想通过财政杠

杆控制关键议程， 又要在具体行动中保持战略灵活性。 这使得非盟在接受援助时

往往面临两种困境： 要么受制于援助方的过度干预， 要么遭遇战略性放弃。
西方国家的援助决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 西方期望非洲国家承

担更多集体安全责任， 尤其是人员伤亡的风险。 他们支持 “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

·２６·

① 张凯： 《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 南非的区域大国角色及限度》， 《国际安全研究》 ２０２０ 年
第 ５ 期， 第 １３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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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的理念， 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本国军队直接参与高风险的非洲维和行

动。① 与此同时， 非洲方面担忧西方国家在选择援助时机和规模时， 会让非洲维

和部队在冲突初期充当 “高风险先遣队”， 待局势好转后才介入， 并最终通过各

种机制接管主导权。 法国的做法最具代表性： 一方面通过联合国维和机制实现其

在非洲特定地区的国家利益， 另一方面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实质控制非洲法语国

家集团的维和行动方向。②

其次， 西方捐助国对非洲维和行动中普遍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深表忧虑。 西

方提供的资金援助主要用于支付维和人员的各类津贴， 但非洲维和人员普遍存在

装备不足、 腐败、 士气低落和训练不足等问题。 由于维和任务提供高于本国军队

的报酬， 许多非洲军人将其视为经济机会， 派兵国政府也借此增加财政收入。 这

导致相关国家缺乏主动退出维和任务的动力。 欧盟就曾因索马里维和行动规模扩

大、 经费攀升而担忧陷入 “非盟驻索马里特派团筹资陷阱”。③

最后， 多重委托人问题加重了非盟的行政负担和协调成本。 西方主要国家在

非洲各区域有不同的传统影响力和战略利益： 英美更关注战略价值较高的非洲之

角地区， 而法国主要聚焦其传统势力范围———西非及萨赫勒地区。 英国 “脱欧”
后， 欧盟内部战略重心出现微妙调整， 直接导致对非盟驻索马里特派团的资金援

助减少。 法国也日益担忧其欧洲盟友 （尤其是德国） 在欧盟对非战略的制定和

执行中获取更大主导权， 从而影响法国在传统势力范围内的利益。④ 这种多个外

部捐助方并存的局面使非盟陷入不同战略诉求的牵制， 加剧了其内部协调的复

杂性。

（三） 地区组织间的权威重叠困境

在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中， 次区域组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非盟与

各次区域组织形成了制度嵌套关系， 而多个次区域组织之间则存在功能重叠。 为

减少区域组织间的资源竞争和权威冲突， 非盟采取了两项主要措施， 试图在非洲

和平与安全架构中构建以非盟为核心的等级体系： 一是战略性地缩小正式合作伙

伴范围， 通过严格筛选将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ＥＣＯＷＡＳ）、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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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ＳＡＤＣ） 等 １０ 个最有代表性的次区域组织纳入正式架构； 二是制定组织间互

动原则， 明确非盟对非洲大陆和平与安全负有 “首要责任”。 然而， 这种制度优

势地位的确立并非一劳永逸， 而是面临多重挑战。
首先， 非盟与次区域组织在规范建构层面存在分歧与竞争。 次区域组织积极

引入 “辅助性” 和 “补充性” 原则， 对非盟所宣称的 “首要责任” 地位形成软

制衡。① 这些原则强调， 次区域组织因地理位置更接近冲突地区， 在信息获取和

专业知识积累方面具有优势， 应在冲突应对中享有优先干预权。 只有当次区域组

织缺乏能力或意愿时， 非盟才启动第二层次的干预机制。 其次， 非盟在决策效率

和权威层级方面相对薄弱。 虽然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有权召开部长级甚至国家元首

级会议， 但在实际运作中 ９５％以上的会议仅停留在常驻代表级这一较低层级。②

相比之下， 次区域组织通常具备更高效的首脑级会议召集能力， 因而在紧急情况

下拥有快速决策的优势。
对非盟而言， 这些筹资困境并非相互孤立， 而是交织成一个复杂的关联网

络。 成员国和域外伙伴普遍采取的 “平台选择” （Ｆｏｒｕｍ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策略， 使非

盟陷入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 换言之， 非洲内部和外部的行为体倾向于在多个区

域机制中选择对自身最有利的平台开展合作， 不再严格遵循非盟作为非洲集体安

全核心机构的原则。 这一趋势加剧了区域组织间的 “内卷化” 竞争和非盟内部

治理的空心化， 从而加速了非洲在安全事务上战略自主权的流失。

非洲联盟集体安全财政改革的路径及其限度

为了有效落实 《２０６３ 年议程》， 非盟从战略自主与自力更生的高度系统性审

视财政问题， 并通过一系列首脑会议决议进行顶层设计， 全面推进组织机构和财

务体系改革。 非盟内部反思揭示了五大财政弊端： 收入来源不稳定且波动大、 过

度依赖域外伙伴、 财政责任集中于少数成员国、 组织价值观和廉洁度待提升、 预

算规模持续膨胀。③ 为提升改革的政治动员力和执行效率， 非盟成立了由现任非

洲国家元首领导的改革咨询委员会， 由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担任首任主席。
该委员会汇集了非洲开发银行、 世界银行、 联合国等多边机构的资深官员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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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二杰： 《非洲联盟与非洲次区域组织的安全合作》， 《中国非洲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
第 ９４—１０８ 页。
Ａｍａｎｉ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ｅ ＡＵ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２０２２： Ｇｕｉｄｅ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 ｓ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ｐ. ５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２０２０.



非洲联盟集体安全机制的财政困境及改革路径

专家。 由于卡加梅团队的多项建议获得采纳并付诸实践， 这次改革被广泛称为

“卡加梅改革”。
非盟决策层深知， 仅凭组织自身难以在短期内解决复杂的筹资问题。 通过第

５６１ 号决议， 非盟首脑会议确立了会费分摊的中期目标： 成员国承担 １００％ 的运

营预算、 ７５％的项目预算和 ２５％的和平支助行动预算。① 在具体措施上， 非盟从

职能精简、 机构重组、 管理优化和资金筹措四个方面推进改革，② 致力于探索自

助与他助相结合的财政改良路径。 在内部， 非盟借鉴现代公共财政管理的先进经

验和国际标准， 加强财务与预算管理， 持续提高法定会费缴纳水平； 在外部， 非

盟积极把握全球治理议程设置规律， 争取更广泛的国际关注和实质性资源支持。

（一） 集中化的内部改革路径

第一， 精简机构架构， 强化和平与安全事务的战略优先地位。 长期以来， 非

盟行政机构体系庞大冗杂、 人员编制过多， 导致员工相关成本几乎与维和业务经

费持平， 严重制约了组织效能。③ 非盟委员会原有 ８ 个直属部门， 日常决策和执

行过程受制于分散的部门利益和机构壁垒。 新一轮机构改革将和平与安全部与政

治事务部合并为政治事务、 和平与安全部。 然而， 新部门在整合过程中裁撤了原

政治事务部的早期预警职能， 此举虽然提高了效率， 却引发了对功能过度简化的

担忧。
第二， 制定更为公平且纪律严明的会费摊缴方案。 为大国设定合理上限、 为

小国确立基本底线是此次财改的一大特色。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非盟确定了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９ 年会费摊缴方案， 按成员国 ＧＤＰ 占非洲总量的比例分为三档。 第一档为

ＧＤＰ 占非洲总量至少 ４％的国家， 这些国家共同承担非盟总预算的 ６０％ ， 但单个

国家分担比例不超过 １２％ 。④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非盟进一步完善制度， 制定了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 会 费 摊 缴 安 排， 将 三 档 成 员 的 分 担 比 例 调 整 为 ４５. １５１％ 、
３２. ７４９％和 ２２. １％ ， 并为常规预算与和平基金分别设定了 ３５００ 万美元和 ３５ 万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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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供资上下限。①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１ 次特别首脑会议还建立了三级惩戒机制， 对拖

欠会费的成员国实施分级纪律处分， 依次剥夺其会议发言权、 表决权、 参会权以

及公民担任非盟职务的资格， 以确保严格遵守财政纪律。
第三， 激活专项共同基金建设。 和平基金作为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的重要支

柱， 自设立以来长期面临资金不足的困境。 卡加梅改革重新强化了和平基金的战

略地位和制度建设， 设立了调解与预防外交、 机构能力、 非盟维和行动三大主题

窗口以及危机储备基金。 为确保该框架有效运作， 非盟积极推行有约束力的共同

筹资模式。 ２０１６ 年， 非盟决定对成员国进口产品征收 ０. ２％的关税作为共同资金

以支持非盟预算， 并计划在 ２０２０ 年前将和平基金的资金池规模提高至 ４ 亿美

元。② 同时， 非盟积极向非洲大陆私营部门和广大公众募资， 成功获得非洲进出

口银行、 埃塞俄比亚航空等机构的响应。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和平基金取得自成

立以来最大进展： 截至 ２０２４ 年， 基金总规模突破 ６ 亿美元， 创下历史新高。
第四， 完善会计标准和审计监督等财务管理体系。 ２０１３ 年， 非盟决定全面

采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遵循权责发生制 （Ａｃｃｒｕａｌ Ｂａｓｉｓ） 会计标准， 加强

内部审计机制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２０１８ 年， 非盟进一步制定了财务管理与问责

的九条 “黄金法则”， 对财政运作的各环节作出系统规范： 成员国摊款需达到最

低标准、 财务收入须可预测、 预算须可信、 支出须设上限、 所有开支须经授权、
资源流动和交易须透明有效、 必须建立问责机制、 报告程序不可或缺、 与伙伴国

的接触需经集中流程。③ 同时， 非盟持续完善和平基金治理架构， 明确由非盟委

员会主导基金日常秘书处工作， 创新采取上级监督和独立监督相结合的双重监管

方式， 全面提升基金运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第五， 加强与次区域组织的战略协调和制度衔接。 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借

鉴其与联合国安理会多年形成的年度会晤机制， 于 ２０１９ 年与区域机制召开首届

联合咨询会议和年中协调会议， 实现历史性的咨商机制化。 非盟积极改进工作方

法以提升组织参与度和包容度， 邀请相关地区组织全面参加各类公开会议和闭门

会议。 此外， 非盟展现出与时俱进的灵活性， 果断突破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原有

合作范围的局限， 先后与大湖区国际会议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ａｋｅｓ Ｒｅｇｉｏｎ） 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并同乍得湖盆地委员会 （ＬＣＢＣ） 建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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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有效扩大了区域合作网络。

（二） 多元化的对外合作路径

由于非盟期望域外伙伴填补其和平支助行动约 ７５％ 的资金缺口， 短期内优

化对外合作路径比提升财政自给能力更为迫切。 与对内部成员采取纪律约束不

同， 外部动员更依赖柔性策略。 非盟不仅需要说服伙伴国加强双边捐助， 还需要

争取它们在多边场合理解和支持非盟财政改革举措与现行国际规则之间的不协

调。 美西方国家曾质疑非盟通过征收进口税筹资的方案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最

惠国待遇原则。① 因此， 拓宽合作伙伴范围对多边融资同样重要。
在双边层面， 非盟充分利用各大国举办 “非洲 ＋ １” 峰会外交的机遇， 适时

提出非洲维和行动的资助议题， 并获得积极回应。 在 ２０２２ 年第八届东京非洲发

展国际会议 （ＴＩＣＡＤ） 上， 日本政府承诺为非洲自主和平支助行动及其能力建设

提供训练支持， 并表示将讨论相关资助方案。② 在 ２０２３ 年第二届俄非峰会上，
俄罗斯政府支持联合国使用会费摊款资助非洲主导的维和行动。 在 ２０２４ 年首届

韩非峰会上， 韩国政府重申必须通过支持部署和平支助行动和非盟冲突后重建与

发展中心的活动， 进一步加强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 ③

在多边层面， 非盟将联合国视为全球筹资的主要平台。 非盟制定了 《联合国和

平行动审查问题非洲共同立场》 和 《为非盟和平与安全行动提供可预测、 充足和可

持续资助的共识文件》 等政策文件， 呼吁在非盟与联合国之间建立公平的责任分担关

系。 在所有筹资模式中， 非盟最希望联合国通过会费摊款支持其维和行动。 对此， 美

国、 英国一直持反对态度， 坚持 “逐案审查” 原则， 并要求联合国承担经费不得超

过７５％。 这种逐案审查意味着非洲主导的维和行动无法自动获得联合国摊款支持， 援

助决定权掌握在拥有否决权的国家手中。 在保留这些条件的前提下， 联合国安理会于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通过第 ２７１９ 号决议， 同意为非盟维和行动提供资助。

（三） 非盟财政改革的限度

尽管非盟财政改革在顶层设计和具体落实上取得一定成效， 强化了非洲和平与安

全架构的制度基础， 使和平基金正式进入全面运作阶段， 并有效缓解了部分维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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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紧迫需求， 但这些改革仍面临多重结构性限制。 联合国安理会第 ２７１９ 号决议通过

一年后的实际情况显示， 非盟项目预算和维和行动预算的自筹率未达预定目标。 更为

棘手的是， 近期国际形势深刻变化使非洲集体安全机制的筹资困境愈发严峻。
第一， 成员国政权形式的多样化削弱了非盟内部的政治凝聚力。 非盟宪章将

军事政变和军政府视为对集体安全的威胁， 但近年来西非政变回潮， 正前所未有

地挑战着这一基本共识。 马里、 布基纳法索、 尼日尔等国的军政府相继推迟移交

政权的时间表， 部分甚至有意长期执政。 这不仅加剧了这些国家与非盟及西非国

家经济共同体的矛盾， 还导致它们拒缴会费并在对抗中采取强硬立场。 非盟因此

不仅面临会费收入损失， 还需投入大量资源与之周旋， 使其在处理这些国家的财

政责任和政治冲突时陷入更为困难的境地。
第二， 临时性安全联盟的涌现削弱了非盟的中心地位。 这类联盟具有短期建

立、 周期有限、 服务于特定安全目标的特点。① 它们凭借灵活的机制和快速反应

能力， 获得众多非洲国家的支持， 在应对紧急安全威胁时发挥重要作用。 例如，
乍得湖盆地委员会的多国联合特遣部队和萨赫勒五国集团的联合部队， 致力于打

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 迅速调动了数万名军警力量。 然而， 这些临时机制普遍

缺乏稳定的资金支持， 可持续性和实效性备受质疑。 它们的兴起不仅对非盟在维

和行动中的主导地位形成挑战， 还加剧了资源争夺， 使非盟在区域安全事务中的

影响力日渐减弱。
第三， 西方国家减少对非洲安全的投入， 同时加强对定向捐助的监管。 过

去， 西方国家主要通过向非盟等地区组织提供资金来支持非洲反恐。 近年来， 它

们转而将资源投向双边安全合作， 特别是与特定国家的军事合作， 直接影响到非

盟的资金来源。 美国和法国等西方大国正逐步减少对非盟的财政支持， 并强化对

定向捐款使用的监督， 要求资金专项使用， 这进一步限制了非盟的决策自主权。
在执行跨国安全行动时， 非盟已不再是唯一的资金接受方。

第四， 联合国因财政压力和规范差异对非盟设置了更多资助门槛。 作为非盟

维和行动的重要伙伴， 联合国长期提供大量经费支持。 但在全球财政压力和政治

优先度调整下， 这种支持正在减少。 美国特朗普政府明确反对维持低效援助， 主

张重新评估维和行动效能， 减少资助无法完成使命的行动。② 这使非盟在依赖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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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资金时面临更大不确定性。 同时， 联合国对非盟维和任务提出更严格的标准

和纪律要求， 增加了双方合作的难度和成本。

结　 语

本研究通过系统分析非盟集体安全机制的财政困境， 揭示了结构性资金失衡

与治理挑战之间的深层关联。 研究发现， 非盟在构建集体安全机制过程中面临三

重核心困境： 成员国责任分担机制不完善导致内部财源失衡， 西方援助形成不对

等委托代理关系制约战略自主性， 以及与次区域组织在资源获取上的权威重叠竞

争。 这些困境相互交织， 形成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 使非盟在维和行动中仅能扮演

有限的 “第一响应者” 角色， 难以真正实现 “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 的战略

目标。
从理论层面看， 本研究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 首次从财政视角系统揭示了

制约非盟集体安全机制效能的深层因素， 丰富了区域安全机制资金治理研究； 通

过考察非盟委员会与成员国、 非盟与外部捐助方之间的互动关系， 深化了对集体

行动逻辑在区域安全治理中运作机制的理解； 结合卡加梅改革等制度创新经验，
拓展了现有文献对全球南方组织财政自主性建设路径的认识。

从实践层面看， 研究结果对增强非洲集体安全机制有效性具有重要启示： 首

先， 非盟应进一步强化内部财政纪律， 完善会费摊派机制， 切实提高成员国履约

率， 扩大和平基金规模， 为集体安全行动提供更稳定的资金支持。 其次， 非盟应

深化与联合国的协调合作， 争取将关键维和行动纳入联合国摊款支持范围， 同时

优化与次区域组织的分工， 避免资源分散和重复建设。 再次， 国际合作伙伴应在

尊重非洲自主性前提下优化援助方式， 减少过多政治条件， 提供更具可预测性的

资金支持， 特别是加强维和能力建设方面的支持。
未来研究可在以下方向进一步深化： 持续跟踪评估非盟财政改革举措的实际

效果； 比较分析不同外部资助模式对非洲维和行动绩效的影响； 探索研究后疫情

时代和新国际形势下非洲集体安全财政策略的演变趋势。 这些研究将有助于更全

面理解财政治理在区域安全机制中的战略作用， 为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提供更有

力的学术支撑和政策借鉴。

（责任编辑： 贺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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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ｓ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ａｉ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ｖｏｉｄ
ａｔｔａｃｈｉｎｇ ｔｏｏ ｍａｎ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Ｚｈｕｏ Ｚｈｅｎｗｅｉ，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９１）．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Ｌｉ Ｈｕｉ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ｎｇ Ｊｉａｎｘ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ｓｅｖｅｒ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ｐｏｐｕｌｏｕｓ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ｉｔ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ｉｔ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ａｔｈｓ ｆｏｒ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ｉｔｓ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ｙ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ｇ Ｎｉｇｅｒｉａ’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１９９０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ｉｔｓ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Ｐｌａｎ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ａｔ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ｈａ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ｎｏｔａｂｌ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ｋｅｙ
ａｒｅａ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ｂ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ｒｏｓｓ －
ｓｅｃｔｏｒ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ｌｏｃａｌｌｙ － ｌｅｄ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ｅｎｇａｇｉｎｇ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ｕｓｅｆｕ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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